
我和「四五攝影」 
 

每個人在小時候都有過理想，並憧憬著它的實現；但是真的長大成人了，你才會發現，

你所從事的事業常常是自己不曾想到過的，我便是這樣跨入攝影之門的。 

1973 年，我結束了五年的插隊生活（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五年），賦閑在家一年，

正好家裡有一臺相機，周圍的朋友、親戚有喜歡照相的，受他們的影響，我開始對攝影產

生了興趣。1976 年丙辰清明，天安門廣場掀起的洶湧波濤，第一次使我省悟到了攝影的

真正價值；從那時起，我就和攝影結下了不解之緣。 

 

 
1976 年 1 月 8 日的下午，我的家人接到一個電話，之後家裡的氣氛變得十分凝重，

一種不祥的感覺出現在我的心裡。我小心地問道：「出了什麼事兒？」媽媽告訴我，周總

理去世了！話還沒說完，眼淚便奪眶而出。儘管在這之前，就聽說總理病重住院，但噩耗

傳來，我們仍然接受不了這個事實；晚飯全家人幾乎都沒有吃，空蕩蕩的房間裡時不時傳

出哭泣聲。 

次日清晨，我拿上相機，直奔天安門廣場。天安門的國旗已經降了半旗，天氣陰沉沉

的跟我們的心情一樣，感覺很壓抑。1 月 11 日當人們聽說總理遺體火化的消息，首都上

百萬群眾不約而同地冒著寒風，聚集在長安街至八寶山的道路兩旁，給總理送別；而後人

們又湧向了天安門廣場，為了能到人民英雄紀念碑前獻上一束鮮花和花圈，有時要等候一

個多小時；紀念碑周圍的松樹上掛滿了小白花，寄託著大家的哀思；悼念的人群中經常有

人哭得暈了過去，醫務人員自發地在紀念碑前為悲痛欲絕的人們設置了臨時急救臺；而「四

人幫」一夥兒對全國人民的悼念活動進行了壓制，人民心頭的怒火越壓越重，終於在清明

節前像火山一樣地爆發了。 

 

 

1976 年 3 月 25 日，第一個悼念周總理的花圈出現在紀念碑前，而後的十餘天中，首

都人民到天安門為周總理獻上了數以萬計的花圈和詩詞。那時我還在北京新興襪廠當工

人，正好清明節前的這一週是夜班，每天早晨 6：15 時下班，20 多分鐘便到家了；吃完

早飯，大約 8 點左右，揣上相機，騎上自行車去天安門廣場，當時我家住在朝陽門內，穿

胡同沿著南小街南行，再穿過史家胡同至東單，沿著長安街西行；在長安街上，便可以看

到一隊隊人群抬著花圈往天安門走，20 多分鐘便到了天安門廣場。幾乎一呆就是一天，

傍晚回家睡上兩、三個小時，晚上 10 點又去上夜班；就這樣持續了一個多星期，當時年

輕，不覺得累；就是略感疲倦，但一到天安門廣場，整個人就像被注射了「興奮劑」，疲

倦全無。看著那一隊隊送花圈子的人群，有老人、有孩子、有工人、有學生、有機關幹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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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念詩的、有抄詩的、還有寫血書的；我的心一次次地被這些情景所感動著。我和廣場上

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：懷念周總理，用行動對「四人幫」的倒行逆施發出我們的

怒吼。 

當時我祇是一個攝影愛好者，條件很差，有一臺老式徠卡相機，祇有一支標準鏡頭，

用的是保定膠片廠生產的「代代紅」黑白膠卷。由於當時險惡的政治形勢和經濟上的制約，

不可能拍很多片子，祇能揀重點、有代表性的畫面拍，在可能的情況下多拍一點；實際上

在廣場上呆一天，並不是每時每刻都在拍照，因為經濟條件不允許，沒有那麼多的膠卷供

我拍照；更多的時間是在廣場上，和大家一起看花圈上寫的挽聯和詩詞。有時候看到精彩

的，也拿筆抄錄下來。因為廣場上每送來一個新的花圈，總會有一些新的詩詞貼出來；在

三月底時，更多的詩詞是以悼念為主： 

 

 花圈層層黑紗新， 時逢清明倍思親， 

 清明時節倍思親。 不見報刊懷念君。 

 偉岸身影時時現， 無限哀情壓不住， 

 斷腸哀樂尚餘音。 紀念碑前人如雲。 

 忠骨撒遍河山上， 一束鮮花表心意， 

 丹心播進萬人心。 縱橫熱淚濕滿襟。 

 總理有知應笑慰， 為何今載春來遲？ 

 擎旗自有後來人。 幾多悲來幾多憤。 

 

給天安門廣場送花圈不光祇有北京的老百姓，還有許多外地來京出差、探親的同志也

參加進來了；他們不僅抄錄詩詞，也張貼自己寫的詩詞，也有專程從外地送花圈到廣場的。

4 月 1 日上午一個外地同志就在紀念碑前貼出他自己寫的詩詞： 

 

 卜算子 

 雄碑憶先輩，  忠貞為國酬， 

 俯首悼君哀。 生死置度外。 

 花環如雪淚沾襟， 江河九曲歸大海， 

 掃墓千里來。 玉碎光華在。 

 

天安門廣場花圈子和詩詞越送越多。面對人民的悼念，「四人幫」及其幫兇氣急敗壞

地在 4 月 2 日發出緊急通知。說什麼「清明節是鬼節」，「不要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」等

等。此通知非但沒有阻止湧向天安門的人流，反而使廣場的人群越聚越多，詩詞也越來越

激烈。現抄錄幾段，便可知道當時人們心頭的怒火有多高： 

 

 不見報刊懷念您， 

 天安門前獻詩歌。 

 千秋功罪人民定， 

 毀者稀微譽者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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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詩詞直指「四人幫」： 
 

 叫聲好同志， 總理遭誹謗， 

 請你莫悲傷。 怒火滿胸膛。 

 莫忘子系中山狼， 天安門前擺戰場， 

 得志便倡狂。 花圈做刀槍。 

 素紙黑紗含慟剪， 

 青松翠柏和淚紮。 

 誰言獻花舊習慣， 

 明朝她死定無花。 
 

這個「她」現在看來就是指江青。 

4 月 3 日下起了小雨，送花圈的人們冒雨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場。「總理為人民，人民

愛總理」這十個大字在廣場上矗立著。道出了人民的心聲；4 月 4 日是丙辰清明節，適逢

週末，廣場上人頭攢動，據後來估計，那天廣場上有近百萬人。 

在廣場拍了幾天以後，發現沒有制高點，人又很多很擠，很難拍到大場面，於是後幾

天我就換騎了一輛 28 型男式自行車，這樣有合適的畫面，就踩在自行車的後架上拍照，

果然很方便。4 月 4 日上午 11 時，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，帶領群眾高呼：「誰反對周

總理就打倒誰！」接著他又發表了演說，他在講演中說：「同志們，我們發現有那麼一小

撮人，把矛頭對準周總理，這是我們絕不允許的！……咱們愛總理的心情都是一樣的，今

天成千上萬的工農兵群眾湧向天安門，這就是人心所向！」周圍的群眾跟著他一起喊口

號，有的用筆記錄他演講的內容，還有錄音的；當時我正在現場，根本來不及選角度，急

忙站在自行車上按下了快門，一口氣拍了十幾張底片，其中這張「力挽狂瀾」後來獲四五

運動攝影作品一等獎。事隔幾年，我終於和這位「演講者」碰面了。他由於在天安門廣場

演講，被關了起來；「天安門事件」平反後，他從監獄被放了出來，看到很多報刊刊登了

「力挽狂瀾」這張照片，於是他就四處打聽作者是誰，幾經周折，才和我聯繫上了，這時

我才知道他是紅旗越劇團的一名專業演員，名叫李鐵華。見面之後回想起那段經歷，大家

都十分感慨。我送了一張精放好的照片給他留做紀念。 

4 月 4 日下 5 時，北京重型電機廠特製了兩個高達七米，重約四斤的鋼鐵花圈進入了

廣場，廣場上所有群眾為他們鼓掌。曙光電機廠的全廠工人、幹部抬著幾十個花圈獻到紀

念碑前，並在廣場上召開了悼念周總理的大會，群情激昂。此時廣場上的氣氛達到了最高

潮。 

1976 年 4 月 5 日清晨，當我下了夜班又一次來到天安門廣場，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間

都不見了，人民英雄紀念碑上還有血跡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「天安門事件」。對於攝影者

來說，那時最重要的就是怎樣將膠卷保留下來，在廣場上拍照的十來天中，我不能確定自

己是否被跟蹤；況且周圍的人都知道我去廣場拍照，我的家人當時作為鄧小平的「同黨」

正在挨批；家裡是不安全的。於是迅速地將膠卷沖洗出來，仔細地用幾層塑膠袋包好，連

夜把這些膠卷轉移到一個朋友處；囑咐不管發生什麼事，這些膠卷一定要保存好，它們會

有重見天日那麼一天。因為從「天安門事件」中，我看到了中國的希望，中國人民的偉大；

事隔半年，「四人幫」被抓；事實證明，「天安門事件」加速了「四人幫」的垮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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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 年 10 月，「四人幫」倒臺。而後北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童懷周（筆名）編印了兩

本收錄「天安門事件」詩詞的《天安門革命詩抄》；與此同時，七級部研究所和中國科學

院自動化研究所的幾位同志也編印一本《革命詩抄》，當時這幾本詩抄在社會上反響很大，

人們爭先購買；在北京可以說每家都購有一、兩套書，至今我家中還保留了幾套。 

由此，我和一些「四五運動」的攝影者結識了自動化所《革命詩抄》編輯組的王安時

和王樵裕及二外童懷周。大家私下議論著，如能出一本「四五」攝影集，那該多好呀。沒

想到王安時、王樵裕他們也就真的下了決心，積極籌備起出畫冊這事。 

1977 年 11 月下旬，畫冊的第一次碰頭會在任世民家中召開，參加會的有王安時、吳

鵬、高強、李曉斌、王志平、任世民和我。會上決定由自動化所籌錢出畫冊，把我們幾個

人從各自單位借調出來，專門組成畫冊編輯組，我們幾個人當時都是攝影愛好者，吳鵬，

北京鐵路局工人；王志平，農業出版社美術編輯；李曉斌，中國革命歷史博物館工人；任

世民，青海齒輪廠工人，我，北京新興襪廠工人；祇有高強在北京情報所從事攝影工作。

雖然當時「天安門事件」沒有平反，但我們幾人所在單位都很支持這事，很快我們將手續

辦好，到高強所在的北京情報所照相室暗房上班了；後來安政又加入進來，編輯組成員由

七人組成。 

編畫冊第一件事就是要徵集照片，我們幾人當時都有自己的攝影圈子，透過這些朋友

將編畫冊的消息傳出去，於是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很快我們就徵集到幾千張底片；後來在《人

民的悼念》作者這一欄是這樣署名的：「攝影及圖片提供者」，共有 120 人之多；這裡面

有很多人不是圖片的作者，有提供作者住處的，有來義務幫忙的；總之，當時這本畫冊還

是地下出版物，因為「天安門事件」沒有平反，即無經費，更無報酬，但沒有一個人計較

這些，畫冊的編輯工作非常有序地進行著。我當時在編輯組負責徵稿退稿，並和曉斌負責

制作黑白照片，吳鵬和高強製作彩色照片；當時編輯組七個成員每個人都拍有很多底片，

加上徵集來的，估計我們看到的有上萬張底片，所有底片都沒有樣片；這樣製作黑白照片

的工作量就很大，據李曉斌回憶，黑白放大相紙就用了 40~50 盒，所放照片約在兩萬至三

萬張。當時大家幹活沒有白天、黑夜，大家共同的心願就是把畫冊編好，讓它儘快面世。

經過兩、三個月的時間，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，我也於 1978 年 2~3 月間調科學出版

社任攝影記者，離開了編輯組；是吳鵬一直在編輯組堅持到了最後，排版打樣，直到畫冊

出版。1978 年 11 月《人民的悼念》畫冊還在印刷廠打樣，11 月 14 日「天安門事件」經

中共中央批准，得以平反；《人民的悼念》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北京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印

數十萬冊，銷售一空。 

事後，我們這些人被稱為「四五英雄」，大家都相繼走上專業攝影崗位。近 30 年來，

我從來也沒有以「英雄」自居過，我想我們當時和廣場上千千萬萬的老百姓一樣，不過做

了一件很本分的事情，今後再有這種事我們還會去做。「四五」的攝影者們當時是懷著一

種社會責任感去紀錄那時發生的一切，以避免那段歷史影像的空白，因為專業攝影記者都

被禁止去天安門廣場拍照，這種精神及社會責任感將伴隨我們一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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